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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彝尊与清初的访碑活动

王 珅
（浙江大学 艺术与考古博物馆，浙江 杭州３１００５８）

　　摘　要：十七世纪中叶，明清朝代更迭带来社会的动荡和文化氛围的变迁，新的学术方法和观念随之产生。以

金石、考据为特色的实学运动风起云涌，在此背景下产生的“访碑”活动令文人士大夫趋之若鹜。清初的著名学者

朱彝尊便是这一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对于访碑所得碑板的研究是其金石学工作的重要内容。《曝书亭集》中关于访

碑、读碑的文字是研究朱彝尊学术活动的重要材料，其中包含了许多关于读碑、考据的心得体会，如实反映了一个

学者、士大夫的活动和感受。从这些材料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以朱彝尊为代表的清初学者对于新的学术方法的尝

试，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新观念，对于研究十七世纪文化史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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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彝尊（１６２９—１７０９），字锡鬯，号竹垞，浙江秀
水人。作为清初最负盛名的学者之一，他在经学、史
学、文学上均有非凡造诣，不仅留下了《经义考》、《明
诗综》这样足以彪炳一代的巨著，并且是以金石文字
证史的新学风的开创者之一。有关朱彝尊金石学活
动的主要研究散见于近年来一些讨论十七世纪书法

史的专著，如白谦慎在《傅山的世界》中谈到朱彝尊
参加的访碑活动和他对隶书的一些见解［１］，薛龙春
在《郑簠研究》中多处论及朱彝尊与郑簠的交往交流
和清初文人圈的学术活动［２］。本文拟在这些研究的
基础上，在清初的学术背景下对朱彝尊的访碑活动
做一梳理，从中观察十七世纪金石学的发展方向和
轨迹。

一、清初的学术氛围和朱彝尊的交游圈
朱彝尊一生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其故乡

的文化氛围和其家庭的熏陶。秀水今称嘉兴，位于
太湖以东长江三角洲的杭嘉湖平原。太湖地区风景
如画，人杰地灵，是明清时期经济最为繁荣的地区和
文化、艺术中心。与本文所讨论的问题关系更为密
切的是，自明季以来，这里就活跃着一批实力雄厚、

眼光独到的收藏家。在他们当中影响较大的有朱彝

尊的 同 乡 耆 宿 项 元 汴 （１５２５—１５９０）和 李 日 华
（１５６５—１６３５）。朱彝尊家族与项氏为世交，其《〈项
子京画卷〉跋》云：“予家与项氏世为婚姻。所谓‘天
籁阁’者，少日屡登焉。”［３］（Ｐ５６５）
对朱彝尊的成长有着更直接影响的是其家族。

朱彝尊曾祖父朱国祚（１５５９—１６２４），万历十一年
（１５８３）进士第一，历仕万历、泰昌、天启三朝，官至武
英殿大学士，追赠太傅［４］（Ｐ４５６），是朝中举足轻重的
人物。朱国祚一生勤劳国事，对国家前途忧心忡忡。

在其熏陶之下，朱氏子弟均怀有深切的忧患意识。

朱彝尊嗣父朱茂晖，是明末重要文人社团“复社”的
核心成员之一，一生致力于反对宦官专权、改革弊
政、兴复古学。朱茂晖无子，以弟茂曙长子彝尊入继
为嗣［５］（Ｐ１６－１８）。朱彝尊生父朱茂曙，秀水县学生，

卒后门人私谥为“安度先生”，亦与复社关系密切［４］
（Ｐ７１３）。家庭背景注定了朱彝尊一生对家国命运的
关切，而对于清初的士人来说，这种关切在思想文化
层面主要表现为对当代学问的反思和对古代学术的

追求。

明清朝代鼎革给学术界带来了极大的震动。关
于明清学风之嬗变及影响，余英时在《从宋明儒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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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论清代思想史》中有深入的阐述［６］，白谦慎在
《傅山的世界》中有独立的章节讨论十七世纪学术和
艺术的新趋势［１］（Ｐ１９６－２０８）。清初汉族士人反思明
朝覆亡的惨痛教训，认为明代占统治地位的“心学”
空谈心性，是导致亡国的根源。针对“心学”的弊病，

人们提出以扎实的考据为特色的“朴学”或“实学”主
张。学者们以儒家经典为主要研究对象，竭尽所能
地校勘辨伪、注疏考证。他们对于材料的关注已不
局限于文献典籍，也扩展到传世器物和出土碑铭。

由于学术风气的转变，新的学术方法随之产生。在
清初这场金石、考据独领风骚的学术运动中，朱彝尊
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顺治七年（１６５０），江浙士人聚于嘉兴南湖，许多
名士应邀与会，称“十郡大社”。在这次集会上，朱彝
尊与吴伟业（１６０９—１６７１）、尤侗（１６１８—１７０４）、毛奇
龄（１６２３—１７１６）等人相谈甚欢，结为好友［５］（Ｐ４６－
４７）。也大约在同一时期，他的才华引起了曹溶
（１６１３—１６８５）的注意。曹溶，字秋岳，一字洁躬，与
朱彝尊同为秀水人。崇祯十年（１６３７）进士，仕明为
御史，明亡后降清。曹溶工诗文，酷爱藏书，精于书
画鉴赏，在金石学上亦有相当造诣，曾将所见碑帖辑
为《金石录》一卷。他不仅与朱彝尊在金石和收藏上
志同道合，并且为其早年的交游活动提供了许多便利。

① 朱彝尊在为朱士稚所作《贞毅先生墓表》中提到：“先生既免系，放荡江湖，间至归安，得好友二人，其一自慈溪迁于归安

者也。”又说：“又明年壬寅六月朔，二人坐惨法死。”“自慈溪迁于归安者”即魏耕，“坐惨法死”指其因“通海案”被杀。此

事对朱彝尊震动很大（见朱彝尊《曝书亭全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６９１页）。

② 如《金石文字记》卷五《李克用题名》中，顾炎武引用了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五十《唐北岳庙李克用题名碑跋》中关于此碑

的评论；同卷《天龙寺千佛楼碑》，引用朱彝尊《北汉千佛楼碑跋》之论述。

广泛的游历开阔了朱彝尊在学术上的视野。顺
治十三年（１６５６），他被广东高要知县杨雍建延聘为
塾师，于是年夏赴粤［５］（Ｐ６６）。此时，曹溶正在广东左
布政使任上［７］（Ｐ１７６８）。在广东期间，二人往来十分
密切。朱彝尊在《静惕堂词序》中对这段交往曾有回
忆云：“彝尊忆壮日从先生游岭表，西北至云中，酒阑
灯灺，往往以小令慢词更迭唱和。”又称赞曹溶云：
“数十年来，浙西填词者，家白石而户玉田，舂容大
雅，风气之变，实由先生。”［８］（Ｐ２５５）因曹溶的关系，他
在广东结交了不少新朋友，其中著名者如番禺籍诗
人屈大均（１６３０—１６９６）。

朱彝尊客居广东两年后于顺治十五年（１６５８）归
家。第二年，江南发生“通海案”。事后，清廷大加追
查“通海”事件，江南民众惶惶不安。康熙元年
（１６６２），朱彝尊好友魏耕因此案被捕，不久被杀于杭

州①。为躲避牵连，朱彝尊被迫再次离家，直至次年
其父朱茂曙病危才匆匆赶回秀水［５］（Ｐ１２３）。处理完
父亲丧事后，因时局所迫，他决定远走山西，再次投
奔好友曹溶。
十七世纪六七十年代，江南战祸频仍，山西以其

深处内地，环境相对安定。许多南方士人避祸于此，
于是山西暂代江南成为当时全国的文化中心［１］

（Ｐ１９１）。在山西，朱彝尊得到曹溶的热情款待和照
拂。经曹介绍，他结识了盛名卓著的文人领袖顾炎
武（１６１３—１６８２）和傅山（１６０７—１６８４）。
顾炎武，字宁人，江苏昆山人，清初著名学者、思

想家。清军攻陷昆山时，其母王氏绝食殉国，顾炎武
深受触动。他多次拒绝仕清，一生以“遗民”自居。
他将晚年的大部分时间用于论证心学的谬误，并对
以实证为本的“朴学”大加提倡，其《日知录》卷七“夫
子之言性与天道”条论及明朝覆亡的根本原因即在
于“心学”的清谈［９］（Ｐ４０２）。为给自己的主张提供更
多依据，他不遗余力地寻找新鲜且可靠的材料，金石
拓片成为他搜集学术资料的重要来源。顾炎武编有
《金石文字记》，收录拓片３００余件，书中涉及他与朱
彝尊关于金石文字的探讨②。

在山西期间，朱彝尊与傅山的交往对他的学术
生涯也有直接影响。傅山，字青主，山西阳曲人，不
仅是声誉甚籍的学者、思想家，在艺术和医学上也均
有造诣。与顾炎武一样，他在明朝灭亡后也拒绝入
仕新朝，把满腔热情投入到“实学”当中，在考据、金
石、音韵等学问上用力尤深。
阎若璩（１６３６—１７０４）也是当时山西文化圈中引

人注目的一员。阎若璩，字百诗，江苏山阳人，祖籍
山西太原。他幼习经史，很早就展现出非凡的才华。
在《尚书古文疏证》这部著作中，他考证出千百年来
被儒家学者奉为圭臬的《古文尚书》实系伪作。这一
惊人论断极大地撼动了新儒家的理论基础，在学术
界引起一片哗然。朱彝尊对《古文尚书》也抱有极大
兴趣。他在《尚书古文辨》一文中对不同版本的《尚
书》作了比对，对以往的学术成果做出了回应［３］（卷五
十八，Ｐ５８７－５８９）。
从江南到山西，清初的学术圈中好古和复古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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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主流，回归原典成为学者们普遍的努力方向。
正是这样的学术氛围，为隶书的复兴提供了最佳的
时机。与其他倡导实学的学者们一样，朱彝尊在学
术上追求一丝不苟的追本溯源，不遗余力地搜集金
石拓片以为考据的实证。
二、《曝书亭集》中记录的访碑活动和朱彝尊的

金石学研究

如前文所述，清初学术风气的变化带来了金石
学的兴盛。对于古代器物、碑刻的研究为考据提供
了翔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可作为对文献的补充，因
此备受清初学者的重视。为获取更多古代碑刻，学
者们经常遍访古迹，搜集摹拓，这一活动称为“访碑”
［１］（Ｐ２１５－２２７）。顾炎武就是访碑的倡导者之一。在
其《金石文字记》序言中，他说道：

余自少时即好访求古人金石之文，而
犹不甚解。及读欧阳公《集古录》，乃知其
事多与史书相证明，可以阐幽表微，补阙正
误，不但词翰之工而已。比二十年间周游
天下，所至名山、巨镇，祠庙、伽蓝之迹，无
不寻求，登危峰，探窈壑，扪落石，履荒榛，
伐颓垣，畚朽壤，其可读者，必手自抄录，得
一文为前人所未见者，辄喜而不寐。一二
先达之士知余好古，出其所蓄，以至兰台之
坠文，天禄之逸字，旁搜博讨，夜以继日。
遂乃抉剔史传，发挥经典，颇有欧阳、赵氏
二录之所未具者。［１０］（Ｐ２８－２９）

对于访碑，朱彝尊与顾炎武有着同样的热情，他的访
碑活动在其《曝书亭集》中多有反映。

（一）朱彝尊的访碑行踪
明清以前，山西和山东曾是中国政治和文化的

中心，保存了大量古代碑铭，成为访碑者的必游之
地。朱彝尊在山西盘桓三载，寻访了多处古代碑刻
并对它们做了深入研究。康熙四年（１６６５），他随曹
溶一道前往太原，于八月间拜访了傅山。傅山向他
们展示了其所藏《尹宙碑》等珍贵拓片。朱彝尊观后
记录了其状态，称《尹宙碑》“土中晚出，文字尚完。
结体遒劲，犹存篆籀之遗。是本烟楮悉旧，对之如百
年前物，尤为尽善”［３］（《书〈尹宙碑〉后》，Ｐ５１３）。曹溶在
观摩后也给予很高评价，并由朱彝尊书于其后。九
月，三人一同前往山东汶上县，在那里找到了《衡方
碑》。此碑曾著录于宋代赵明诚（１０８１—１１２９）的《金
石录》。由于未经反复椎拓，保存较为完好，大部分
字迹清晰可读［３］（《〈衡方碑〉跋》，Ｐ５０８）。
康熙五年（１６６６），朱彝尊被山西布政使王显祚

聘为幕僚，继续留在太原［５］（Ｐ１４１）。稍有余暇他就外
出游历，访晋祠，登天龙山，过风峪，下徐沟、祁县，过
代州，游交城，入汾州［５］（Ｐ１４０－１５０）。所经之处有碑
刻便驻足观摩，悉心研究。如是年秋，他路经汾阳县
北七十里之郭社村，远见山上有碑额微露，便设法上
山观看。果寻见一碑，碑文骈俪，言辞优美。可惜由
于年深日久，文字剥蚀严重，人名已不可读，仅能从
只言片语中判断此碑为一郭姓官员而立，岁在唐乾
封二年（６６７）［３］（《〈唐郭君碑〉跋》，Ｐ５２１）。
康熙六年（１６６７），朱彝尊离开太原，前往大同，

寄居在曹溶府中。在曹家，他得以亲见其丰富的碑
帖收藏，并时常与曹溶一同外出访碑。《曝书亭集》
中提到了《唐李諲妒神颂碑》，据朱彝尊题跋，此碑出
于平定州娘子关，被发现时已于荒草丛中伫立千载。
井陉西南、太原东北有水以妒神名之。妒神者，春秋
时晋国大臣介之推妹。碑立于唐大历十三年（７７８），
游击将军上柱国李諲为之撰文。对于祭祀妒神的风
俗，朱彝尊颇为困惑。因其未见于著录，故椎而拓
之，悉心收藏［３］（《〈平定州唐李諲妒神颂〉跋》，Ｐ５２６）。
在离开山西返回家乡之前，朱彝尊前往北京、山

东等地探友访碑，盘桓多日。在北京，他与友人谭舟
石一同拜会了著名的收藏家孙承泽（１５９２—１６７６），
观碑拓于砚山书屋［３］（《书〈王纯碑〉后》，Ｐ５１２）。孙承泽
所藏拓片著录于《闲者轩帖考》，凡三十八种，成书于
其后的《庚子销夏记》有所增补。
在山东，最吸引朱彝尊的是曲阜和济宁的碑刻。

康熙八年（１６６９）春，朱彝尊由水路抵达任城，系舟城
南，徒步行至州学，见五块汉碑立于仪门。其上字迹
多已漫漶不清，无奈只得离去。第二年冬，当他与顾
炎武、陆元辅（１６１７—１６９１）一同拜访孙承泽时，在孙
家竟得见此碑拓本，并由此解决了考据上碰到的一
些问题［３］（《〈郎中郑固碑〉跋》，Ｐ５１２）。
在回乡处理双亲丧仪之后，朱彝尊于康熙九年

（１６７０）再次北上。在由济宁前往北京途中，他观看
了对他本人书法风格影响最大的《曹全碑》（应该是
拓本，因碑在陕西），对此碑书法的秀美灵动赞叹不
已。两年后，终于在北京慈仁寺市场上购得此碑拓
片。此时，他已对此碑的保存状况有所担忧，因“石
已中断，完好者且漫漶矣。更历数十年，必又叹此碑
为难得”［３］（《续题〈曹全碑〉后》，Ｐ５１０）。
朱彝尊对访碑的兴趣直到晚年也未稍减。康熙

三十一年（１６９２），他自南昌至赣州，在储潭庙访得二
唐碑，正反面均有镌刻，正面为裴諝之诗，背面为裴
氏族人题记。十年之后，其友人吴江人张尚瑗拓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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諝诗见赠，但因拓工不知其阴面有字，故仅椎拓一
面，令朱颇为遗憾［３］（《唐储潭庙裴諝〈喜雨诗碑〉跋》，Ｐ５２５）。
在朱彝尊所处的时代，访碑活动已成为当时文

人的时尚，无论走到哪里，他都能遇到醉心于此的同
道。康熙二十年（１６８１），朱彝尊任江南乡试主考。
试毕，与 好 友 郑 簠 （１６２２—１６９３）、王 翚 （１６３３—

１７１７）、周筼（１６２３—１６８７）、曹彦枢，及其弟朱彝玠同
游上元县摄山，于佛寺中访得唐《明徵君碑》。明徵
君即南朝梁处士山宾，其后人明崇俨在唐高宗、武后
时期为官，以术士著称，深得帝后信任，故立碑以纪
念其祖先。朱彝尊一行对这一意外发现显然十分惊
喜，“各拓一通以归”［３］（《跋〈唐明徵君碑〉》，Ｐ５２２）。

（二）朱彝尊对拓片的研究
朱彝尊所见的石碑拓片多著录于《曝书亭集》，

其来源是多样的。首先，来自访碑活动。除上述一
些有纪年的碑拓外，集中还提到《韩勅孔庙前后二
碑》、《魏封孔羡宗圣侯碑》、《唐太宗晋祠碑》等［３］
（《〈汉郃阳令曹全碑〉跋》，Ｐ５１０）。这些碑多保存于孔庙和
州县学中，也有一些散落郊野。通常情况下，年代越
久远的碑越受重视，保存状况也越好，盖与世人嗜古
心态有关。其次，朱彝尊所见的一些拓片来自朋友
的收藏。在其朋友圈中有不少金石藏家，他们经常
聚会切磋，朱彝尊也时常被邀请为友人的收藏题跋。
如曾任江苏巡抚的宋荦是一位活跃的收藏家。二人
可能因康熙十八年（１６７９）博学鸿词科结缘，宋荦经
常邀朱彝尊至家中观摩其收藏。《曝书亭集》中收录
的《跋汉华山碑》、《唐张长史郎官石记跋》等均是为
宋荦所作。又如另一位收藏家潘耒（１６４６—１７０８），
也经常见于朱彝尊的题跋。朱彝尊在《潘氏家藏晋
唐小楷册跋》称潘耒“博访金石文”，得之则“一一装
界”［３］（《潘氏家藏〈晋唐小楷册〉跋》，Ｐ５２０）。《后周幽州刺史
赠少保豆卢恩碑》、《唐漳州陀罗尼石幢》和《唐济渎
庙北海坛置祭器铭》等均为朱彝尊在潘家所见。第
三，朱彝尊虽不甚富有，但一遇到市场上心仪的碑
拓，立即出资购买。如《唐郎官石柱题名跋》中朱彝
尊自述此帖来历云：“康熙戊子，予始购得郎官题名
三纸，字已漫漶，眼昏莫辨。会桐城方生来自京师，
访予梅会里，坐曝书亭，镇以界尺，审视之。姓名可
识察者，三千一百余人。别录诸格纸，而同里曹生复
以所拓本赠予。”［３］（《〈唐郎官石柱题名〉跋》，Ｐ５２７）另外，还
有一些拓片系得自友人馈赠。如《吴宝鼎砖》，原有
两块，为顾肇敏所得，分其一赠朱彝尊。朱彝尊将其
椎拓后，与之前所拓孔庙“五凤二年”及“甘泉”瓦当
一起装裱成册［３］（《跋〈吴宝鼎砖字〉》，Ｐ５１４）。又如《唐济

安侯庙二碑》，康熙四年（１６６５）得自华州一友人；《唐
储潭庙裴谞喜雨诗碑》则得自吴江张尚瑗。
访碑是朱彝尊一生的嗜好，他所留下的众多关

于访碑的题跋和笔记是其学术著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山西期间，他将自己访碑所得的素材辑为《吉
金贞石志》，与其后所得一起并入《曝书亭集》。这些
题跋和笔记按其所讨论的器物、碑刻的年代编排，讨
论的内容涉及金石文字的考证、拓片的来源、对碑文
书法的评论等。
金石文字为朱彝尊的考据工作提供了可靠的第

一手资料。他认为，过去学术上的许多谬误皆源自
学者对材料的来源缺乏审慎的态度。他在《跋石淙
碑》中写道：“予性嗜金石文，以其可证国史之谬。”［３］
（《跋〈石淙碑〉》，Ｐ５２２）针对史料中存在的矛盾乖违，他指
出：“生斯世者，其闻见已不能悉真，况百世之下，宁
免传闻异词哉！惟金石之文，久而未泐，往往出风霜
兵火之余，可以补旧史之阙。此好古之士，穷搜于荒
厓破冢之间，而不惮也。”［３］（《〈唐北岳庙李克用题名碑〉
跋》，Ｐ５３１）又强调碑刻文献对于证史的重要性，认为后
世史家“传闻失真，要当以碑为正也”［３］（《〈汉郃阳令曹
全碑〉跋》，Ｐ５１０）。
朱彝尊对于碑的研究不仅限于考据，他所留下

的关于书法的论述多与所见汉碑的书法相关。在
《尚书宣示帖跋》中他谈及自己对隶书的总体认识：

古文造自仓颉，篆创自史籀，破自李
斯，隶始程邈，八分肇王次仲，章草原于史
游，行书起刘德升，飞白擅蔡邕，草变于张
伯英。唐张怀瓘言之详矣。独于真书不举
作者姓氏，盖以隶为真也。然洪适以八分
称隶，学者未尝议其非，不得举隶而遂遗真
书也。钟太傅八分，有《受禅碑》，余多真
书。王丞相导爱之，以《尚书宣示帖》衣带
过江。今之传本，出于王内史所临，而《奏
捷》、《墓田》、《荐季直》诸帖，均为世重。王
僧虔赏其婉媚尽妙，陶弘景许以绝伦，庾肩
吾品其天然第一，顾《魏志·本传》无片言
及其善书，何与？窃疑汉代无真书，工之，
自太傅始。当时楷法虽精，章奏之外，未大
行于世。迨晋帝王方用正书，见于窦臮注
《述书赋》，而卫夫人图笔阵，有‘真书去笔
头二寸一分’之语，然则真书当别标一目，
未可牵混入隶之一门也。［３］（《〈尚书宣示帖〉
跋》，Ｐ５１４）

朱彝尊自己长于隶书，也对隶书有深入的思考。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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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三十九年（１７００），他与宋荦同观长垣本《汉华山
碑》拓片。在题跋中，他将汉隶划分为三个类型：

汉隶凡三种：一种方整，《鸿都石经》、
《尹宙》、《鲁峻》、《武荣》、《整固》、《衡方》、
《刘熊》、《白石神君》诸碑是已。一种流丽，
《韩勅》、《曹全》、《史晨》、《乙瑛》、《张表》、
《张迁》、《孔彪》、《孔伷》诸碑是已。一种奇
古，《夏承》、《戚伯著》诸碑是已。［３］（《跋〈汉
华山碑〉》，Ｐ５０９）

他推崇汉隶，将其作为自己书法追求的目标。对于
自己早年学习的唐隶，他多有批评乃至抱怨。如在
为宋荦（１６３４—１７１４）所临《曹全碑》卷的题识中，朱
彝尊写道：“余九龄学八分书。先舍人授以《石台孝
经》。几案墙壁，涂写殆遍。及壮，睹汉隶始大悔之，
然不能更而古矣。”［１１］（Ｐ１９６）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
他对汉隶和唐隶截然不同的态度。在《开元太山铭
跋》中又谓：“御书遒劲，若怒猊渴骥，羁束安闲，不比
《孝经》之多肉少骨。若唐隶尽如此，何惭汉碑碣
乎？”［３］（《〈开元太山铭〉跋》，Ｐ５２３）可见在他心目中，唐隶
多不如汉隶，其原因在于缺乏活力，妍媚有余，多肉
少骨。
在朱彝尊看来，艺术成就不是评判碑板的唯一

标准，他对于石碑纪念的对象、石碑制作者的品行都
有所关注。如在《曹全碑跋》中，他对曹全的高尚品
格格外推崇，称其“孝友之性，尤人所难能也”［３］（《〈汉
郃阳县令曹全碑〉跋》，Ｐ５１０）。在《宋京兆府学石经碑跋》
中，他对刻工安民“以一石工，独能严邪正之辨，不肯
镌名姓于碑”的义行大加赞赏，感叹道：“匹夫之志不
可夺如是夫！……立身行己，不可不为后世虑。苟
是非得其正，虽百工技能之人，反有荣于当时之士大
夫者。呜呼！可感也矣！”［３］（《〈宋京兆府学石经碑〉跋》，Ｐ５３５）

总之，访碑是清初书坛具有典型意义的活动，在
当时风靡一时，对后世影响深远。朱彝尊作为清初
士人中的杰出代表，不仅积极参与其中，并且留下了
重要的文献资料。《曝书亭集》中关于访碑、读碑的
文字是研究朱彝尊学术活动的重要材料，其中包含
了许多他关于读碑、考据的心得体会，如实反映了其
作为学者、士大夫的活动和感受。从这些材料中，我
们对他所处的时代和交往的群体能够有更深入的了

解，对于研究十七世纪文化史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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